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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奉林

〔摘 要〕各民族、各国家与各地区间的相互交流交往，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条件，贯穿人

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整个过程。人类的文明交往可使文明的成果在短时间内实现共享，缩短

各国间发展的差距，带来社会的整体发展，最终促进各国间的相互理解，架起彼此理解沟通

之桥。东方国家很早就进入了文明社会，不仅有丰富的外交思想与实践，也留下十分宝贵的

外交经验，影响至深至大，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认真总结人类海陆文明交往的经

验。从外交史的角度，探讨东方外交圈的形成与发展，对于建立建设中国的东方外交史学科

具有积极意义，可以收到许多温故知新的效果。

〔关键词〕区域性 东方传统 东方外交圈

Abstract: Exchanges among nationalities，countries and regions are a driving force for so-

cial development throughouthuman history． Communication among various civilizations enables

people to share their achievements 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thus bridging the development gap a-

mong countries，facilitating overall social development，and promoting mutual understanding．

Eastern countries were early in their development of civilization，and they have rich diplomatic

thoughts and practices，leaving behind valuable diplomatic experiences that have lasting influ-

ences． It is pertinent tosummarize theexperiences of exchanges between the continental civilization

and the maritime civi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plomatic history，the formation and devel-

opment of the Eastern diplomatic circle is significant for the study of the eastern diplomatic history

in China． It can also renew our current knowledge about this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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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各民族、各国家和各地区间相互交往交流的历史，人
类的交往也伴随着其产生与发展的整个过程，至今仍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人类交往不同于其他动
物交往之处，在于人类精神文明成果和物质文明成果可在短期内实现共享，缩短后进者与先进者之

间的距离，带有很强的主观能动性和目的性，是一个生生不已的变动过程。长期以来，从区域性的
国际交往和国家外交活动的角度观察东方社会发展进程的研究并不多，即便有一些成果也往往由于

视野的狭窄与整体思路的缺乏，或者由于对不同民族、国家与文化交往的认识不够，或者由个人兴
趣、基础与其他条件所限，不能作出整体性地、连续性地研究。从今天东方国家整体崛起的崭新形
势来看，无论从东方外交史学科建设的角度，还是从不同文明交往与互鉴的角度，都应该推进这一

研究，以获得对国家间交往的本质与属性的深层次认识。

一、丝绸之路开启的世界贸易网络

丝绸之路作为联结中国与世界、东方与西方的贸易网络，在东方历史上已经发挥了重大作用，

推动了不同发展层次国家的发展与共生，铸成人类历史的伟大辉煌。它时间悠久，范围广阔，在空
间上联结了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亚、欧洲和非洲，贸易的商品不仅有丝绸和瓷器，还有动物、

植物、手工业品与人口，几乎涉及人类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国家间的交往是与丝绸之路分不开
的，单纯的经济学观点或政治学的观点是无法解释东方历史上丝绸之路所涵盖的丰富内容的。对于
丝绸之路开启的世界贸易网络的重要意义，国内外已有学者进行过认真研究，曾予以高度评价。日
本学者在《欧亚文明与丝绸之路》中这样写道: “它是联结悠久的古代至近代不同文化与风情的东
西方世界的交通要道，是众多民族历史上最大而宏伟的古代通道。”〔1〕 正是有了这样的交通线，这

样的商业贸易与港口城市，才有东西方国家的交流与进步。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丝绸之路开辟交
通贸易的作用功不可没，有人把它看作是“横贯欧亚大陆的大动脉”〔2〕。

自汉代起，我国的海上交往已经到达日本、东南亚和南亚的许多国家，从事着国家间文明的交
流与构建。当时日本列岛小国众多，尚未形成统一的国家。《汉书·地理志》记载: “乐浪海中有
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3〕 这说明中日之间已经有了国家间正式的交往。无论是国
家间的政治交往还是经济交往，对于双方都是极为重要的，也是双方进行联系的纽带与持久的动

力。进入隋唐时期，日本、朝鲜、东南亚与中国的联系更加紧密频繁，海上贸易网推动着双方多层
次、多方面的交流。东方海上交通线的开辟，给各国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与僧俗往还带来了极大
便利，各国互动影响进一步加深，也把中国历史向前大大推进一步。圆仁是日本入唐求法的高僧，

在唐朝生活近十年，到过中国南北方许多地方，对中国社会有长期而详细的观察。从他撰写的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可知，在 837 年入唐的首次航行中，四艘船只载员 651 人，从博多港出发
后遇到了台风，第三船中的 140 人中仅有 20 余人生还。遣唐使成员除了大使、副使、判官、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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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还有留学僧、请益僧、翻译、船师、射手、阴阳师、医生、乐师、杂役等。〔1〕在古代，海上航

行充满了艰难险阻，可谓九死一生。尽管如此，他们仍然冒着生命危险从事着文明的交流与构建，

创造着人类的历史。

在南亚，自汉代起中国就与印度洋北岸国家建立了海上政治、经济联系，商贸往来与使者往还

不断。《汉书·地理志》记载，汉武帝时期中国的商船已经到达印度次大陆东南海岸的黄支国，带

去黄金、杂缯等中国商品，这表明西太平洋到北印度洋的航线已经开辟。唐宋以来，随着造船技术

的进步以及对天文导航、水文导航及指南针知识的掌握，中国的商船已经实现了远距离、长时间航

行，最远可达印度洋和波斯湾沿岸各国。据成书于 9 世纪中叶到 10 世纪初的阿拉伯作家所著 《中

国印度见闻录》载: “中国人也曾航抵波斯湾。……甚至在巴格达城建立之前，中国船已到达了乌

波拉。”该书还记载道，中国商船排水量大，远距离航行航行能力强，“应该承认中国人在开导阿

拉伯人远东航行中的贡献。波斯湾的商人乘坐中国人的大船才完成他们头几次越过中国南海的航

行。……我们认为阿曼人、中国人，也许还有一些我们无法考证的民族，都积极地参与了南海沿岸

各国间重大的交易活动”〔2〕。这些具体而真实的材料也可以说是海上丝绸之路的真实写照，这条航

路为后来的航海以及东西方交通的全球化奠定了基础。

东方国家的古史材料异常丰富。古代阿拉伯作家马斯欧迪在 《黄金草原》中这样记载: “ ( 黄

巢之乱) 以前，中国商船已通达阿曼地区、巴林沿岸地区，乃至澳波位、巴士拉诸港。同时，这

些地方的商船也直接通往中国诸港。”〔3〕 现在有必要加深对东方国家区域性国际交流的认识，尤其

对历史上西太平洋与北印度洋市场的互动研究。有学者指出: “中国和印度在这两千多年来建立了

一种相互来往、相互帮助、相互交融和相互激荡的关系，使得它们成为全世界的两大繁荣、发达的

农业强国。一方面，它们的国民总收入大概占全世界一半以上; 另一方面，世界其他国家都争先恐

后地和它们开展贸易。中国的丝绸 ( 其中有一部分是印度出产) 和印度的棉布长期占领欧洲市场。

等到英国人的民族主义觉醒，意识到要发展本国经济的时候，他们发现国产的粗糙的呢绒无法和进

口丝绸、棉布竞争，因而通过种种法令，不允许女人穿丝绸、棉布，甚至不允许使用丝绸、棉布裹

尸葬人，以保护本土的毛纺工业。”〔4〕 人员的往来，商品的交换以及文化的互动给中国和印度社会

注入了活力，带来了巨大的历史性进步，著名学者谭中先生把中国和印度两大文明国家看作是冲破

“民族国”藩篱的典范。

我们强调近代以前东方人开辟的航线，是为了把存在于东方历史上若干世纪的海上丝绸之路作

为世界贸易的整体网络进行观察，重新思考与审视世界历史研究中以近代西方航海和扩张为中心的

传统分析框架，建立一个新的分析视野。有材料显示，唐末以后中国的船舶技术已经超过了国外，

到宋元时期中国海船几乎垄断了中国到印度之间的航线，中外商客往来便利，受到各国商客欢

迎。〔5〕 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方面反映出国家力量的支持，国家力量已经参与到对外交往当中，只

有强大的国家力量支持才能建造出载重量巨大的商船; 另一方面也反映出造船技术进步，以及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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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交流交往交错重要性的认识。唐宋时期留下的许多文献都反映出当时国家对对外交流重视的情
况。在看待近代以前西太平洋贸易网与北印度洋贸易网关联的作用上，西方人往往忽视古代东方国
家航海及贸易网络的作用，严重低估它的作用，因此也就造成了许多研究上的局限。现在我们有必
要根据东方本土资源与史观，重新研究和评估它的价值。

在北方欧亚大陆交通贸易方面，早在汉代以前东西方就已经建立了联系，正史材料留下许多珍

贵的记载，从中可以看到陆上丝绸之路的作用。由东方商人开辟的欧亚大陆贸易网络不仅适应了社
会本身的变化，更为重要的是各国都有发展贸易的内在需求。在促进东西方国家联系方面，经济力
量是最为持久而强大的力量，没有哪一种力量比它更为持久有力，在旧大陆和新大陆，中国大量输

出的是陶瓷器。〔1〕 日本学者铃木治在《欧亚东西交涉史论考》中说: “丝绸之路问题在本质上就
是东西交流。”〔2〕 此语可谓通人之言，一语道出丝绸之路的本质特征，也是对丝绸之路属性的根本

性认识。在这条古老的道路上，不仅有东方的丝绸、陶瓷、香料等被输出到西方，给那里的社会生
活增添了多样性，也有西方的商品输入到东方市场，融入到社会大众生活的许多方面，实现了人类

文明成果的共享。任何外来文明的引入都是通过一定的途径与方式来完成的，丝绸之路无疑是它的
载体。明代的徐光启提出了“欲求超越，必先会通”的卓越思想。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在对待外来
文明方面人的心灵是相通的。海陆丝绸之路不仅贯穿了东西欧亚大陆，而且真正发挥了联结南北的
功能。〔3〕 上个世纪 30 年代以后，随着东洋史研究的不断深入，日本学界把丝绸之路分为绿洲之
路、横贯中亚的草原之路和经由南海的海上丝绸之路，在欧亚大陆南北方贸易网上活跃的不仅是华
商，还有阿拉伯人、印度人、粟特人、波斯人、叙利亚人。〔4〕

不仅是东方学者重视丝绸之路的影响作用，差不多每个时代都留下影响一时的作品，就是西方

也同样有不凡的研究。如英国学者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赫德逊的《欧洲与中国》就是这
方面的代表作。赫德逊写道: “古典时代的丝绸贸易，无论从埃及经海路或是经塔里木盆地翻越帕
米尔高原的陆路，都给欧洲带来了关于中国的新知识。”〔5〕 无论从经济文化交流还是从促进社会变

迁方面，丝绸之路对东西方社会的作用都是巨大的，影响也是深远的。我国学者指出: “汉唐丝绸
之路的基本走向，陆路从长安或洛阳出发，经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越帕米尔高原，进入中亚、

伊朗、阿拉伯和地中海世界; 海路则从东南沿海出发，经南海、马六甲海峡，到印度洋东西海岸，

再到波斯湾、阿拉伯半岛、红海和地中海，乃至北非东岸。”〔6〕 它像一张巨网，将东方与西方联结

起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贸易的力量在打造着世界，创造着新的世界历史。在克服了来自自然
的、社会的以及技术上的诸多限制之后，人类的文明交往已经向更高文明的层次跃进。随着东西方
交流的增多，不仅丝绸之路沿线各主要城市出现活跃的商品交易，即使是一些穷乡僻壤商品化程度

较之过去也有相应的发展。西方商贾为了贸易来到东方，从事玉石、珍珠、犀角、琥珀、玛瑙、香

—55—

区域性的国际交往与东方外交圈的形成

〔1〕

〔2〕

〔3〕

〔4〕

〔5〕

〔6〕

［日］三杉隆敏: 《海のシルク·ロード: 大航海時代のセラミック·アドベンチャー》，东京: ぎょうせい，
1989 年，第 43 页 。
［日］鈴木治: 《ユーラシア東西交渉史論攷》，东京: 国書刊行会，1974 年，第 292 页。
［日］平山郁夫監修、長澤和俊執筆: 《海のシルクロード: 神秘の南海航路》，东京: 講談社，2005 年，第
16 页。
［日］森安孝夫: 《シルクロードと唐帝国》，东京: 講談社，2007 年，第 69 页。
［英］赫德逊: 《欧洲与中国》，李申、王遵仲、张毅译，北京: 中华书局，2004 年，第 24 页。
荣新江: 《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年，前言，第 1—2 页。



料、药品、兵器、银器、毛织品，以及黑丝、毛毡等各种商品交易。〔1〕 自从人类脱离了最初的野

蛮与残暴之后，自觉的文明交往已经成为国家关系的主流，虽然也发生战争，但战争已经不是人类

社会的常态了。

对于丝绸之路开启世界贸易网络的作用怎么估计都不会过高。因为它给商人带来的不仅是丰厚

的商业利润，使他们不顾常常发生海难的巨大风险，从事文明的交流与构建，更为重要的是使东西

方各自在相互交流中获得了向前发展的不竭动力，推动社会在生生不已的交流中发生重大变迁。对

于这一点，国内外学者都认真地探讨过。日本学者长泽和俊不仅把丝绸之路看作是连结欧亚非三个

大陆的道路，同时也强调其规模之大，差不多整个人类的历史都与它有关。〔2〕 他的观点很有说服

力，也异常的深刻。无论是古代、近代还是现代，日本始终对外部世界文明抱以巨大的热情与无限

的憧憬。我国学者指出: “丝绸之路对于人类文明的最大贡献，是沟通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

的交往，也促进了东西方的文化交流。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关系好的时候，文化的交流会

通过官私渠道，畅通无阻; 有的时候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因为政治或其他原因断绝了关

系，但文化是流动的，并不因为政权的敌对而完全断绝交流，文化的因子会通过其他途径输入或传

出。这两方面的情形，在历史上都留下许多很好的例子。”〔3〕 确实，丝绸之路对于促进社会进步的

作用不同一般，也有别于其他商业贸易与交通，是一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交通全方位演进的

动态过程，有人把它看作是世界史发展的中心。〔4〕 这个观察极有力度，是对丝绸之路本质特征透

彻考察所得。它有草原之路、绿洲之路与海上之路三大网络，如果把它作为网络来理解的话，决不

只是联结东西，从南北的视角来看也是很重要的。〔5〕 多年来丝绸之路之所以受到重视，引起研究，

除了它所具有的重要价值外，历史与现实的关联也极为密切，它的理念与精神正是当今世界应该发

扬光大的。

必须指出，以丝绸之路为载体的东西方交流极大地丰富了社会大众生活，开拓了广阔的国际市

场，促进了物种交流与生产力发展。从中国输出的商品有丝织品、纸张、茶叶，从波斯、地中海输

出的有金银器皿、玻璃制品、乳香、药品、绒毯，从东南亚、南亚印度输出胡椒、香木、宝石、珊

瑚、象牙、犀角、龟甲和蓝靛; 在北方，从俄国、西伯利亚、中国东北输出毛皮、人参和鹿角

等。〔6〕 丝绸之路推动的东西方贸易发展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尤其海上丝绸之路兴起对世界各

国的影响更为巨大，东方人开辟的世界贸易网络已经将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与欧洲地中海地

区联结成相互关联互动的经济网络，尽管它不是近代意义上的世界性经济网络，但它至少可以说是

区域性的经济网络，在东方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不仅是中国学者对丝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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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长泽和俊: 《丝绸之路史研究》，钟美珠译，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 年，第 316 页。
［日］长泽和俊: 《丝绸之路史研究》，第 2—3 页。
荣新江: 《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前言，第 3 页。
［日］长泽和俊: 《丝绸之路史研究》，第 3 页。
［日］森安孝夫: 《シルクロードと唐帝国》，第 65 页。
［日］森安孝夫: 《シルクロードと唐帝国》，第 69 页。古代阿拉伯旅行家马苏第在《黄金草原》中说: “西
班牙有一个大型银矿和一个质量低劣的汞矿，从那里向所有穆斯林和不信基督的地区出口，那里也出口藏红

花和姜块。麝香、樟脑、沉香、琥珀和藏红花等 5 种主要香料都来自印度及其毗邻地区，唯有藏红花和琥珀
也出产自僧祇人中的希赫尔和西班牙。至于香料植物，在那里共计算到 25 种。”参见 ［古阿拉伯］ 马苏第
著: 《黄金草原》，耿昇译，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2013 年，第 177 页。



路在人类历史上的作用作出极高的评价，日本学者也同样有精辟的论断。他们在 《欧亚文明与丝

绸之路》一书中总结出丝绸之路的三大重要意义，即丝绸之路是欧亚大陆的交通大动脉，世界主

要文化的母胎，东西文化和亚洲与欧洲之间的桥梁。〔1〕 这个结论并非一个人的观点，而是众多学

者的共识，突出的是区域性、洲际性交流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作用，真正反映了对丝绸之路本质的

根本性认识。他们关注经营西域的意义。张骞 “凿空”西域意义重大，打开了中国通往西方世界

的道路，使中国认识到一个迥异于自己的全新世界，进入与外部世界交往的新阶段。自此以后，汉

朝成功地远征了大宛，在西域大显威力，东西贸易开始兴盛起来。〔2〕 余英时曾经指出，中国与西

域诸国、印度、罗马等国家的交往，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中亚的政治、军事、经济方面带来了深远的

后果。〔3〕 可谓见道之论。

如果把国家间的交往作为一个具体的交往力看待，实际上它已经参与到世界文化的发展当中，

成为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历史发展的动力本来就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系统，多种力量参与其中，相

互作用，国际交往力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人类相互交往的历史很早。自太古时代起，人类就有了

相互间的交通往来，世界上几乎不存在完全孤立于外界的民族。〔4〕 各国间的外交活动离不开技术

进步和国家力量的支持。唐宋时期，中外通商朝贡甚盛，中国使节往来南海及僧侣求法于印度者，

不绝于途。〔5〕 丝绸之路本身是一个巨大的开放系统，把中国与世界、东方与西方联系起来，其意

义远远超过经济范围而向其他领域发展延伸。仅从文化交流而言，往来这条路上的有法显、宋云、

惠生、玄奘、惠超等求法高僧，也有耶律楚材、长春真人、马可波罗、伊本·白图泰等。〔6〕 他们

努力了解外面世界，把外面新鲜的东西带回国内; 他们所作的翻译、引进工作影响了几代人，推动

了世界文化传播，大大丰富了人类文化与生活。文明的交往在推动着人类社会进步，在交往中人们

越来越感到相互依存，正是这些区域性的国际交往不断加深扩大，从而才有后来世界性的国际

交往。

二、东方传统国际秩序下的国家交往

与欧洲国家关系相比，东西方是存在明显差异的，无论社会经济基础，还是外交思想与行为方

式都是如此。东方地理环境特殊，地域广袤，腹地纵深，拥有一个较之西方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深深地影响了东方国家的历史进程，很早就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区域性国家关系体系，出现地区性稳

定的核心力量。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华帝国的建立，已经把东亚历史带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可以说

是创造了国家关系新形态，各国向具有较多联系的社会转变，交往的内容与形式发生深刻的变化，

活动范围也大大拓展。长期以来，东亚地区始终存在着中心与边缘的关系，中心与边缘的层次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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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无论古代社会还是现代社会，社会发展总是有先有后，不可能同步发展，整齐划一。《后汉

书》“东夷列传”记载，汉武帝时期，日本小国众多，“使驿通于汉者三十许国”。还载: “建武中

元二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安帝永初元年，倭国

王帅升等献生口百六十人，愿请见。”〔1〕 这些都是中国与日本早期交往的珍贵材料，不仅具有政治

意义，也有经济意义。日本东洋史家京都学派代表人物内藤湖南在评论中国对周边各国的影响时写

道: “从东亚整体考虑，存在中国这样一个巨大的文化中心，其文化向四周传播，催生了周围各国

的文化，形成新的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不光影响到日本，也影响到中国周围的国家，那些国

家的各自状态是如何形成的，哪一个国家最智慧地应用了中国文化，并创造了本国的文化，这些也

都是非常有意义的问题。”〔2〕 中国对周边的影响绝不是简单的位移，也不是武力施加，而是以和平

的方式完成的，是中外相互需求的结果。

日本与朝鲜的关系可追溯到遥远的古代。日本与朝鲜被纳入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世界从纪元一

世纪就开始了，四五世纪大体完成。〔3〕 在东方国家关系体系内，它们之间有着东方特色的交往方

式与内容。对外交往最初只是在相邻国家间进行，后来不断扩大，走向区域性和全球性的交往。与

西方相比，东方国家关系长期相对稳定，不像西方那样总是处于变动状态。在近代以前，东亚地区

存在区域性的国际秩序，中国王朝以礼仪、礼义和礼治主义作为形式，与周边国家建立起双边和多

边关系，起着维系与稳定的作用，故称为 “天朝礼治体系”〔4〕。朝鲜与中国的关系不同于其他国

家，历来关系密切，“只有在‘天朝礼治体系’这样的国际环境下，朝鲜王朝内部礼治体系的建立

才取得了充分的条件。又可以说，只有朝鲜等邻邦在内部推行礼治主义体系，以中国的封建王朝为

中心的‘天朝礼治体系’，才有可能成为一种区域秩序的宏观架构”〔5〕。到宋代，由于造船技术进

步和国家对海外贸易的重视，中国对外交往的范围不断扩大，交换的商品种类繁多。宋人周去非在
《岭外代答》中对许多国家都有记载，如东南亚的占城国 “建隆二年曾贡方物，三年八月又来贡。

哲宗元祐元年十二月又进贡，有诏赐钱二千六百缗，其慕化抑可嘉也”〔6〕。中国与东南亚其他国家

也有政治、经济上的往来。蒲甘国就是今天的缅甸古国，在宋徽宗崇宁五年 ( 1106) “曾入

贡”〔7〕。《岭外代答》对西方的大秦 ( 罗马帝国) 也有记载: “大秦国者，西天诸国之都会，大食

蕃商所萃之地也。”〔8〕 遣使、入贡、奉表、奉正朔等概念是古代中国对外关系中的常用概念，国家

间的正常关系就是依靠这些途径来维系的。

自唐宋以来，中国对外交流不断加深，交往的国家不断增多，对外影响具有了很强的力度。在

东亚，日本、朝鲜接受中国文化影响，包括儒学、汉字、文物典章制度以至灾异祥瑞观念。进入 7

世纪以后，东亚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隋唐帝国的建立结束了自汉帝国崩溃以来近 400 年分裂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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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中国复归统一。朝鲜在经过长期分裂后由新罗结束了分裂的历史; 日本开始形成体系性的国家

机构，7 世纪末和 8 世纪初“倭”的称谓也为 “日本”所取代了。〔1〕 以后是长达几个世纪的对中

国文化的吸收与消化。对于南亚的交往，古籍记载: “故临国与大食国相迩，广舶四十日到蓝里住

冬，次年再发舶，约一月始达。……国人好奉事佛。其国有大食国蕃客，寄居甚多。”〔2〕 这些都是

东方国家富有朝气，气象不凡的表现。有目的的国家间交往形成的交往力构成历史发展的基本动

力。由于特殊的历史地理条件，中、日、朝三国联系密切，同时也与东南亚诸国进行经济文化交

流，构成具有东方特色的国际关系体系，形成联系紧密的西太平洋贸易网络，可视为区域性的国际

体系。日本学者宫崎市定曾经指出: “在东洋，以民族或国民为单位的国际关系很早便已出现，并

非初见于宋代。”〔3〕 这些都是以前不曾有过的崭新现象。

在东方，社会发展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始终高于世界其他地区，这是其他地区不曾有的独特现

象。从本质上说，东方文明是农耕文明，农耕文明就决定了它不像西方文明那样具有很大的流动性

与冒险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不与外部世界交往。东方国家关系虽然不平等，也不靠一纸条约来维

持，但它却是长期和平、互利与联系的。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国家关系，为东方各国提供了一

套社会秩序与规范，具有某些乡土味特征。美国学者费正清指出: “在 19 世纪中叶西方列强入侵

东亚之前，这种国际秩序十分兴盛。……然而，我们无法单用现代语言理解这种国际秩序。如在所

有的历史研究中那样，要用现代英语词汇理解这种秩序，我们首先要搞清楚，中国人和其他东亚民

族是如何用自己的语言理解这种秩序的。……我们会发现，很难把中国传统的世界秩序称为 ‘国

际的’，因为参与的各方使用的观念，与西方的 ‘民族’ ‘主权’或 ‘国家平等’等观念完全不

同。”〔4〕 尽管这种关系不平等，但并不影响各国间的往来交流，在前近代时期不可能出现近代意义

上的民族国家主权与平等，也不可能逾越当时条件限制产生近代的国家观念。宫崎市定认为，亚洲

史就是一种乡土史。〔5〕 在东方市场贸易中，阿拉伯商人崇尚交易中公平、公正与互惠原则，按照

市场原则进行交流。伊斯兰法律重视西洋中世正常价格的等价交换原则，在唐宋时期的大都市与海

港城市，伊斯兰商人经营高利贷收取巨额利润的实例是很多的。〔6〕

以区域的视角看待东方各国的交往，可以在传统的国际关系之外获得许多不同于以往的新认

识。“所有这些中国以外的国家和民族，在理论上都应向 ‘中央之国’的天子朝贡。但在事实上，

这种理论往往不被遵守。因此，中国外交关系的主要问题，就是怎样把理论上的要求付诸实

施。”〔7〕 中国是以农为本的国家，把农业视为创造财富的主要来源，对国外市场的依赖相对较低，

但是这种情况并不贯穿于所有的朝代，即便是同一个朝代不同时期对国外市场的认识与需求也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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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有很大的差异，不可不加分析地一概而论。进入宋代以后，随着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国家对

外贸易重要性的认识已经达到很高的程度。宋代对外贸易已经占到国库收入的 20%以上，与国外

市场发生多方面的联系。美国学者罗兹·墨菲写到: “宋朝时，政府的大部分收入来自制造业产品

和贸易，国家新财富的主体也是来自这两个经济部门。这种经济状况已经与如今的现代国家十分相

似了。南宋时期，商业税和工业税加起来，已经远远超过了政府所能征收到的土地税。”〔1〕 宋代社

会经济与国家关系都发生重大变化，内藤湖南提出“唐宋社会变革”论是有其充分事实根据的。

根据《厄里特里亚海航行记》可知，公元 1 世纪罗马商人就已经来到中国南海从事贸易活动

了，将东方市场的商品带到欧洲。根据日本东洋史、南海史学家藤田丰八考证，自公元 2 世纪中叶

起，中国与西方已经有海上直接交通，到了 3 世纪已经很频繁了。〔2〕 宋代留下的史籍给我们提供

了丰富的历史材料，也给我们看待中国与世界市场联系提供了有益的启示。《诸蕃志》是宋代赵汝

适的作品，从中可以窥视出中国对外交往的国家众多，超过 50 个，其范围东起日本、菲律宾，南

到印度尼西亚各岛，西达中亚、西亚、非洲以及地中海沿岸的广大地区，无论对外认识还是交往范

围都比以前深入得多。由于地理之便，中国与朝鲜、日本、东南亚诸国交往频繁，许多商品通过海

陆丝绸之路输入到对方市场。三佛齐即印尼苏门答腊岛上的古国，唐朝天祐年间始通中国，至宋代
“贡使络绎”〔3〕。东南亚、南亚、西亚国家之间有着密切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往来，其意义是无可

置疑的。中国对外输出的商品主要有丝绸、茶叶、漆器和瓷器，这些商品被销往东亚和印度等地，

甚至远销到非洲东岸。〔4〕 由于造船技术进步和国家力量投入到对外贸易当中，东方国家间的商贸

交流更加有力直接，促使古代西太平洋贸易网不断发展、成熟和扩大。从大量的历史材料中可以看

到，在欧洲人开辟新航路以前，东方国家已经与外部进行跨国家、跨区域的国际性交往，形成西太

平洋贸易网和印度洋贸易网，并且这两个贸易网形成密切的联系与互动，“阿剌伯人之海运，更为

发达，彼等逐渐东进其航路，遂将波斯湾至中国海间之航运，完全收归其掌握。在西历九世纪之中

叶，广东之外国贸易，尤为繁盛。约有几万之阿剌伯商人，不绝来往于广东”〔5〕。海上交通的发展

与扩大，对各国意义重大，不仅加快了经济文化交流，更为重要的是社会在代谢中不断向前发展，

出现许多新的港口城市和新的经济增长点，缔造出新的文明中心，对外发生辐射作用。 “由唐而

宋，中国南部与波斯之间，大开通商，波斯湾各港皆依东洋贸易而繁昌。”〔6〕

关于东方国家内部的相互联系，许多材料中都有具体的记载，桑原骘藏写道: “唐代中叶以

后，大食人 ( 即回教徒) 盛向中国南部诸港通商。”〔7〕 他对海上往来和外蕃商客写得具体真实:

“中国唐代与摩诃末教国 ( 大食) 间海上通商，曾盛极一时。”〔8〕 东南亚地区商业贸易网络早已建

立起来了。这里不仅有勃固、阿瑜陀耶、金边、会安、北大年、文莱、亚齐、万丹、望加锡等贸易

中心，拥有远远多于欧洲任何城市的大量人口，更为重要的是形成巨大的世界贸易中心———马六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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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它们成为东南亚经济生活、政治权力和文化创新中心。〔1〕 仅马六甲一地，就聚集了来自世界

各国的商人，常常听到的语言有 84 种，交易的商品有丁香、豆蔻、檀香、瓷器、麝香以及金子、

白丝等。市场管理是经济市场化的重要标志，马六甲对外商征收 6%的商税。〔2〕 东南亚丰富的天

赋资源吸引了各国来进行贸易交流，仅 1604—1635 年日本来东南亚的商船就有近 300 艘之多。因

此，我们可以说东方人开辟的市场与海上商业网络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甚至对后来历史都有

影响: “地理大发现以后，欧洲人并非开辟了跨文化交流的网络，而是进入并利用了原有的网络，

他们的作用只是使这一网络进一步延伸，进一步密集和系统化。”〔3〕 这样的看法符合当时东方社会

的真实情况，符合欧洲人东来初期对东方社会的适应情况。

由于天时、地利等条件，东南亚地区历来都是世界经济的重要区域，不仅有许多天然良港，交

通发达便利，而且有丰富的天赋资源，成为东西商贾汇聚之地，历来受到东西方商人重视。自 14

世纪以来，它和爪哇控制着东南亚的贸易路线，与印度、波斯、东非和地中海贸易网相连，构成当

时最大的贸易体系。〔4〕 有大量材料表明，近代以前南海地区是世界贸易的重要之源，也是国际商

人聚集的重要地区。“考我国与南海诸国之通商，为时颇古，秦时之番禺 ( 今之广州) 已成南海贸

易之中心地，商贾云集，各种异货珍品，远近会聚，复因诸蕃商，对华货物，竞相贸易，故冒涉重

洋，咸驶来华，而与国人交易焉。后竟有诡称贡使，以图利者，其市易之利，可想见矣。当时华商

之往贾者，亦甚多。至汉代，益臻频繁。”〔5〕 与此同时，中国商人纷纷走出国门参与到西太平洋贸

易网的竞争与建设当中，摆脱了重义轻利的传统价值观，摒弃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老

生常谈，代之以义利兼顾与利己利人的经商理念，开启了一代风气，展现出中国商人与东方市场的

崭新气象。

无论古代、近代还是现代，世界始终存在多个文明中心。从世界范围看，东亚—东南亚、北印

度洋地区无疑是世界最为重要的经济区域。美国学者珍妮特·L. 阿布 －卢格霍德在 《欧洲霸权之

前: 1250—1350 年的世界体系》中这样指出: “12—13 世纪，在欧洲成为世界经济体之一，即加

入那个从地中海延伸至红海和波斯湾，而后进入印度洋，穿越马六甲海峡抵达中国的远程贸易体系

之前，世界上就已经存有无数个世界经济体了。”〔6〕 从区域史和世界体系的角度看待东方国家，可

以在传统的国家关系之外找到另外的解释东方历史的途径，加深对东方国家关系的认识。无论从何

种意义上说，这些国家已经构成相互作用与联系的最大聚合体。国外学者已经指出: “毋庸置疑，

外交的演进对于互动能力具有重大影响，因为与外交相连的机制极大地提高了政治单位彼此沟通的

能力。……当葡萄牙人入侵亚洲时，他们发现了一个完备的外交体系，包括互遣使者、传递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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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驻大使，并知晓‘必要的特权与豁免’。”〔1〕

元朝的建立把中外关系大大向前推进一步，使东方和欧洲有了更为直接的联系，也把东方历史

带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元朝的历史虽然很短，但它打通的东西方直接交流的意义重大。“蒙古大

征服的结果，欧亚大陆各个角落的交通都变得很方便，相同的文明与系统得以普及，连结各地的经

济活动十分发达。在金帝国的华北地区，建立起的信用交易与资本主义经济，趁势扩展到蒙古世界

各地，也带给了与蒙古相邻的西欧莫大的影响。蒙古帝国强盛的西元十三世纪，在地中海世界，掌

握黑海与东地中海贸易权的威尼斯出现了欧洲最早的银行。从威尼斯越过阿尔卑斯山，资本主义的

经营形态扩展到了西欧地区。这也是因为蒙古帝国的建立才有可能发生的事。”〔2〕 我国也有学者持

这样的看法: “蒙古帝国又确实打破了在它之前存在的此疆彼界所带来的种种阻隔。要是没有这个

帝国的存在，十三及十四世纪旧大陆范围的 ‘全球史’，乃至于后来时代欧洲———它之受惠于当日

东西方之间的交流，明显要越过与它相向的另一极———的历史，也就一定会是另一种样子了。”〔3〕

从更为广阔的视角来看，东方社会发生的诸多重大变化，不仅对本地区而且对整个欧洲都发生的重

大影响。必须指出，元朝的武力征服也给那些被征服的国家带来巨大的损失与伤痛。

元朝不仅继承了宋代的海外贸易网络与管理经验，还任用外国人管理对外贸易。蒲寿庚是居住

在泉州的阿拉伯人，降元后受到重用在福建、广东市舶司任职。日本学者桑原骘藏在 《蒲寿庚考》

中对唐、宋、元时期中国与海外通商交流情况有详细的研究，展示了一幅从西太平洋到北印度洋地

区交通贸易的清晰图景，映现出中外交流与东方外交活跃的情况。早在 8 世纪以前，阿拉伯人已与

中国海上交通，到达东南亚和中国东南沿海各省，从事商业贸易活动与文化传播。“阿剌伯人之来

华也，多自波斯湾经印度洋，绕马来半岛以抵今之广东。”〔4〕 在中国广州，外国人聚集的地方设

“蕃坊”，由外国人自行管理，享有一定的自治权，如果没有大的违法行为中国政府是不予干预的，

说明中国社会对外国人已经有了某种程度的宽容，也说明中国社会在不断进步。说到历史上的中外

交流，人们谈论最多的是陆上丝绸之路，而对海上交流以及海洋沟通东西的作用似乎关注不够，也

就造成了人们对中国在西太平洋———印度洋贸易网中的作用认识不够，对东方内部的市场与交流模

式认识不够。已有大量的材料表明， “在中国东南沿海的国际贸易中，遵守市场原则的正是中国

人，他们用公平竞争的办法将中国产品提供给世界市场; 他们按照利润原则，受价格信号的指引，

在没有政府支持的情况下纵横海上贸易上百年。”〔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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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原骘藏在《中国阿剌伯海上交通史》中详细地考察了阿拉伯人东来经商与旅居的情况，认

为自 8 世纪初到 15 世纪末欧洲人来到东方为止的八百年间，为阿拉伯人在世界贸易最为活跃的时

代，特别是在 8 世纪以后，“彼等对于从海上与印度及中国方面之通商事业，尤注力焉”〔1〕。由于

当时唐朝国力兴盛，政治稳定，国内出现了许多有名的港口，在交州、扬州、泉州、广州等诸多贸

易港口当中，“当推广州最为繁昌”〔2〕。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因从事东西方贸易而成为富商者大有人

在。他们称得上是富商巨贾，服饰皆绫罗绸缎，器用金银器皿，家资数百万贯。在东亚和东南亚已

经形成面积广阔的贸易市场，15—16 世纪由于商品生产的展开和银市场的发展，以中国为中心的

东亚经济圈的交易活动取得快速发展。〔3〕稳定的国际关系推动了中国、东南亚、印度以及西亚地区

的社会发展，使它们有条件为世界贡献了东方古典文明。在东方各国的交往中，阿拉伯人做出了重

要贡献。他们不仅活跃于西起摩洛哥、印度洋、南海至日本的广阔海域，而且独占东方贸易数世纪

之久，直至葡萄牙人来到东方为止。〔4〕 这样的评断虽然有些夸张，但基本上符合当时东方社会的

实际情况。

三、东方历史上的战争与和平

自从人类诞生以来，出于不同的目的与需要，各部落、各民族与各国家之间的战争是经常发生

的，不论规模大小还是时间长短，也不论正义性或非正义性都会给社会造成巨大损失与痛苦的回

忆，即使今天战争的威胁也没有远离人们的视野。历史上曾发生多少次战争，有的时间过于久远已

经无可稽考，但大的战争已经被历史记录下来。检讨东方历史上国家间的战争与和平，以及东方社

会不同于西方的一套社会秩序与规范，是有重要意义的。革命经典作家在他们的著作中对历史上的

一些战争有过论述，在今天仍有积极意义。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专攻战略历史的保罗·肯尼迪一再

强调: “如果一个国家把过多的资源用于军事目的而不用于创造财富，那么，从长远看，就很可能

导致该国国力的削弱。同样，如果一个国家在战略上过分扩张———如侵占大片领土或发动耗资巨大

的战争———那么它就会冒这样的危险: 为此耗费的巨资可能超过对外扩张所带来的潜在利益，如这

个国家已经进入经济相对衰退时期，其困境将更为严重。”〔5〕 他说的是欧洲国家的历史经验，对于

理解东方国家间的战争也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应该指出，和平与稳定是东方社会的常态。与欧洲相比，东方国家之间战争爆发的频率小得

多，这可能与东方国际关系核心力量的长期稳定有关，也与农业文明的特性特点有关。在东亚，有

几场战争影响了历史进程。发生在 663 年 8 月的白村江战役，是东亚第一场国际性战争。战争是以

唐朝、新罗为一方，日本、百济为另一方来展开的。日本在战争中投入的战船有 400 艘。在东亚，

中国、朝鲜和日本之间发生的事情一般都具有国际性质，绝不是单纯的某一国家的事情。百济与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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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自四世纪即已建立了外交关系，六世纪以后两国继续维持军事同盟关系。〔1〕 长期以来，一直吸

收大陆文明的日本为什么要与唐朝发生战争呢? 这与日本经过五、六世纪的发展成为统一的国家有

关，也与日本与朝鲜半岛南部的关系日益密切有关，试图实现对朝鲜半岛南部的控制。当时新罗和

百济正在争夺伽耶地区，日本支持百济占领伽耶。新罗对伽耶的占领使自己的国土直接与百济接

壤，国境纷争成为新的问题。〔2〕

白村江战役的结果是日本失败。《新唐书》记载，刘仁轨率兵 “遇倭人白江口，四战皆克，焚

四百艘”〔3〕。唐朝与新罗联军取得了白村江对日之战的胜利。“白村江之战在两国关系中投下了一

片阴影。两国交兵和倭人败绩，显然严重损害了倭人在中国王朝心目中的形象，引起了中国王朝对

倭人的怀疑。”〔4〕 白村江战役的失败对日本影响很大，国内一片惶恐，深惧唐朝在战后进攻日本，

从而在九州岛一线修栅筑城，紧张设防。〔5〕 以当时的情况来看，日本与唐朝、新罗联军进行战争

就意味着灭亡的危机，日本外交的大失策，也是其外交的大污点。〔6〕 经过战争，日本痛感自己的

力量不足，只好在东亚的角落里好好学习唐朝的先进文明，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对于这次战争，

日本学者多有检讨，认为白村江之战是日本古代最大的对外失败战争，对国家、社会、文化以及对

外观都发生很大影响。〔7〕 可以说，自 663 年白村江战役到 1274 年元日战争爆发的 600 余年时间

里，东亚地区保持了长期的和平与稳定。

在近代以前，称得上具有国际性战争的还有 1592 年和 1597 年发生的壬辰战争。丰臣秀吉在统

一日本后，通过《刀狩令》《太閤检地》以及多种措施加强了在国内的统治地位，积累了政治、经

济和军事力量，对外扩张的野心随之膨胀起来。1592 年正式发布出征朝鲜令。当时日本拟投入到

朝鲜战场的兵力多达 158 700 人。〔8〕 以此观之，此次投入战争的军队规模是空前的。日本的侵略目

标十分明确，即通过侵略朝鲜进而达到侵略中国和东南亚的目的。4 月 13 日，小西行长的军队包

围釜山城，壬辰战争正式爆发。 《明史》载，日军 “渡临津，掠开城，分陷丰德诸郡。朝鲜望风

溃，清正等遂偪王京。朝鲜王李昖弃城奔平壤，又奔义州，遣使络绎告急。”〔9〕 据说，当时从釜山

登陆的日本军力非常强大，上陆一个月就攻占了朝鲜国都汉城，咸镜道和平壤也都陷于日本之手。

为了抗击日本对朝鲜的侵略，中国明朝派出了以兵部右侍郎宋应昌为总指挥官，李如松为军务提督

的强大阵容。12 月 23 日，李如松统帅的明军队 43 000 人渡过鸭绿江，进入新义州和安州。在朝鲜

战场上，明朝军队会同朝鲜李朝军队和义兵从三面包围了被小西行长占领的平壤城，消灭日本军队

1600 人。〔10〕

在朝鲜半岛发生的壬辰战争仍然以日本的失败而结束。战争对交战三方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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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场东亚史上史无前例的国际战争，战后产生了新的国际秩序。〔1〕 有人指出，战争意味着日本

在东亚国际舞台上作为大国而登场，朝鲜已经被夹在中国和日本之间，如果中国和日本两大强国再

次发生战争的话，朝鲜半岛必将再次成为战场。〔2〕 自此以后，日本出现在东亚国际舞台上，开始

挑战中国明朝的大国地位。16 世纪，东亚地区的各国形势已经发生不小的变化。从日本而言，已

经完成了国内的统一，政治、经济、军事都有一定的发展，对中国明朝的国际地位有了最初的挑

战。《明史》卷 322 “日本传”载，丰臣秀吉的狂妄计划是: “征服六十六州，又以威胁琉球、吕

宋、暹罗、佛郎机诸国，皆使奉贡。”丰臣秀吉的侵略野心极为明显，也十分庞大，不仅要侵略中

国、朝鲜，也要把印度囊括在它的亚洲帝国的版图内。〔3〕

日本表现出的侵略野心对整个东亚来说是凶多吉少，明代一些文臣对其已有洞见。它的侵略野

心虽然未能实现，但对后来日本的对外政策有很大影响。国际形势出现了不稳定。出兵朝鲜之前，

丰臣秀吉在日本国内做了充分准备，声势浩大。无论从国际关系史还是从战争史的角度来看，壬辰

战争的意义是不可低估的。可以说，壬辰战争不仅是中、朝、日三国最高权力者的介入，一场经

济、军事和技术的较量，同时也在陆地上和海洋上进行，东亚三国真正地使用了铁炮技术。〔4〕 无

论在规模上还是在影响程度上它都是一场名副其实的国际性战争，在东亚历史和东方历史上有着重

要影响，有人认为明朝主导的 15 世纪的东亚国际秩序已经解体。〔5〕 为了防止日本再次侵略朝鲜，

中国明朝着手建立以东北为重点，以朝鲜为后盾的海防防援体系。战争是在朝鲜的土地上进行的，

朝鲜承受了战争的巨大损失，留下了太多的伤痕，至今成为朝鲜人的惨痛回忆。从明朝方面而言，

它虽然是地区大国，但它在许多方面出现发展缓慢甚至衰败的情况，已经缺乏积极的进取精神。

进入近代以后，导致东亚发展格局重大变化的中日甲午战争另当别论。在近代以前，东亚地区

除了少数几场有影响的战争外，大多时间是在和平的状态下度过的，所以有学者提出 “为什么稳

定能够成为东亚国际关系中的常态”这一命题。〔6〕 当然这与东亚地区长期存在大国主导的国际关

系有关，与存在一个强大的文明中心———中国有关。在东亚，中国长期主导地区国际秩序，既定的

秩序不容挑战。中国的国力越强盛，整个地区的形势与国际关系就更加稳定; 中国内部分裂与动荡

直接影响周边各国与地区形势。按照中国学者的分析，在近代以前东亚地区存在 “天朝礼治体

系”，周边国家被纳入到这个秩序中来，寻找各自的位置和最佳的利益交汇点。中国历代王朝以
“天朝礼治体系”的规则来处理与各国的关系，建立一种相安无事的国际关系。必须指出，这种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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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依靠的是一定的国力，无国力支撑的国际关系是脆弱的，无法保持地区和平与稳定。正如有学者

指出的: “建立在合法性权威和强大物质力量相结合基础之上的朝贡制度，为东亚提供了一整套社
会秩序和规范。”〔1〕 东亚地区的国际秩序与规范是文明连续发展的产物。有秩序总比无秩序好，稳
定总比动荡与动乱好。从另一个角度看，东方社会、特别是东亚社会所具有的超强稳定也使东亚社
会迟迟不能向更高一级社会形态———资本主义社会发展。

相对于欧洲，东方社会的历史确实耐人寻味。它不仅战争次数相对较少，而且社会长期稳定甚
至出现所谓的“超稳定”现象。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除了东方存在中国这样一个地区性大国和
“天朝礼治体系”之外，也与东方国家的文化、历史传统有关。有人把东方的历史经验与欧洲的历
史经验进行了对比，得出的结论是: “欧洲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强调的是国家间形式上的平等和均

势政治，却充满持续不断的冲突与战争; 东亚朝贡体系主张形式上的不平等和明确的等级制度，却

塑造了长达数个世纪的稳定与和平。”〔2〕 这样的历史现象确实值得注意，已经引起国内外学者的浓

厚兴趣与极大关注。东方社会与西方社会内部结构、历史文化传统不同，王权过于强大，政治缺少
应有的弹性。东方各国、特别是中国，是一个小农占多数的社会，凭借已有的自然条件和自己的力

量，从事社会农业生产，社会的流动性极小，加上由各级官僚、军队组成庞大的国家机器，思想上
和政治上追求大一统，实现了对社会一体化的强控制。欧洲的情况就不同了。正如斯塔夫里阿斯指
出的: “从一开始起，基督教就强调四海一家，宣称自己是世界宗教; 从使徒时代到现在，积极传
教一直是基督教会的主要特点。而且，为了使异端和不信教的人皈依基督教，基督教会总是毫不犹

豫地使用武力。……因此，欧洲有历时很久的远征传统，海外扩张在某种意义上是这一传统的继
续。”〔3〕 两者相较，差异判然有别。必须指出，东方国家间的战争不多，但国内战争与王朝更替造
成的社会灾难性后果极为恐怖，尤其像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漫漫 2000 余年的专制传统的国家因改朝
换代造成的破坏可能比任何国家都严重得多，同时它也具有强大的社会修复功能，几十年后就像投

向水潭的一颗石子引起一阵波澜之后很快又复归平静。

与东方相比，西方社会分裂与动荡严重得多，分裂的时间也长得多。比如在中世纪的德国，有
二百多个大小邦国，两千多个骑士领地造成无法估量的混乱局面，强大的诸侯割据势力为争夺帝国

最高权力展开了无休止的斗争。〔4〕 不仅如此，各国货币不统一，度量衡也各有不同，直到近代德

国才完成统一的任务，长期分裂严重影响了社会正常发展。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西方社会不
仅战争频仍，就是发展程度也逊于东方，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这样评论道: “中世纪末以
前，西欧大部分领域都很落后。在文化上，它从外界得到的多于它所能给予的; 在经济上，某些方
面也很落后，它极想求得南亚的香料和中国的丝绸，自己却没有什么可用以交换; 在军事上，可以

肯定地说，东方对西方的入侵远远多于西方对东方的入侵。”〔5〕 这是近代以前欧洲社会的一幅图景

与缩影。美国学者保罗·肯尼迪在 《大国的兴衰》中持这样的看法，认为欧洲一个引人注目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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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就是政治上的分裂，不是一个偶然的或短暂的事态，与中国分裂出现的短期分裂不同。〔1〕 他

还指出: “欧洲与奥斯曼帝国和中华帝国不同，与莫卧儿人不久后在印度建立的统治也不同，从来

没有过各部分共同拥戴一个世俗领袖或宗教领袖的统一欧洲。与此相反，欧洲是各种小王国、公

国、边境贵族领地和城邦的大杂烩。”〔2〕

仅仅从文化的视角来解释东西方社会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深入到社会结构与制度当中去理解

和思考。欧洲在进入近代以后，社会政治、经济、技术等方面发生了不同于以往的重大变化，对外

寻找市场已成为各主要国家的重大需求，为争夺市场与财富奔走世界各地，因此为争夺海外殖民地

而发生的战争较以前空前地增多了。东方大国中国、印度、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都缺乏葡萄牙、西班

牙等国那样的强烈的创业动机。东方许多国家信奉佛教，其本身就缺乏基督教那样的强大扩张力

量。“佛教为印度以外地区所接受，与其说是因为僧人尽心竭力地从事传教活动，不如说是由于爱

好和平的旅行者和移民使印度文化逐渐传播开来的缘故。佛教的传播不是倚仗武力，而是凭其教义

和仪式的吸引力。”〔3〕 近年来国内已有学者从礼治的视角来解释东亚社会的长稳定问题，提出了

“礼治稳定说”。这个学说认为: “传统东亚秩序礼治的统合性原则规范是所谓 ‘天下礼’。通过中

央国家的推行，天下礼得以普遍实施，传统东亚秩序因此有序运转、平稳发展。”〔4〕 任何事物都具

有两面性。如果一个社会过于稳定，承平日久，就会产生惰性，变革的因素减少，社会效能减弱，

这也是东方社会的重要特征。

研究东方社会的长稳定是有极为重要意义的。这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 东方社

会长稳定，社会财富有较多的积累，出现许多港口城市与贸易中心，为什么迟迟不能向更高一级的

社会形态演进，完成制度创新，以至于出现黑格尔等人提出的千百年来东方社会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的极端观点。任何社会在几百年间不可能不发生变化，只不过是变化大小而已，绝对不变是不可能

的。必须指出，长稳定与非变化是两个内涵不同的概念，不可混淆。长期以来，在西方人的观念

中，东方社会是神秘的、静态的与不变的，这样的观点在近代以来西方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和哲学

家中广泛流行，也可以说是他们落后的亚洲观与东方观。对于东方社会的长稳定，必须以大范围、

长时段的视野来观察，过于短暂的观察是不能把握其社会变迁的。东方社会长期处于渐变的过程当

中，不同于近代时期欧洲工业社会的巨变与灾变。我们强调社会长稳定，主要是基于对东方社会渐

变的考虑，并不否认自身存在的一些创新性不足等问题。有人认为，中国社会发展过于缓慢，几千

年基本上处于没有变化的循环当中。美国学者罗兹·墨菲写到: “两千多年来，东亚社会很少发生

大变化。东亚人不喜欢变化，因为他们倾向于认为变化是破坏性的 ( 很显然，的确如此) ，……人

们往往容易重视过去，确认过去的价值，而不是往前展望未来。”〔5〕 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忽

视了农业社会是在生生不已的过程中发生变迁的基本事实。同样是封建社会，唐宋不同于秦汉，明

清也有别于唐宋，近年国内的中国社会史研究已经明确地说明了这一点。

按照绝对的数量与持续的时间来说，东方国家间的战争不多，西方国家间的战争不少，甚至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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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几十年乃至上百年的战争大有其例，例如持续了百余年的英法百年战争堪称世界战争史之最，这

样的长时间战争在东方极为少见。自近代以来，欧洲国家间的战争频繁与范围广大，引起军事学

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的研究，形成有影响的军事历史科学，为西方军事历史科学研

究提供了大量素材。战争不可能解决问题，尤其重大战争引起的国际关系变化以及造成以后新的国

家间矛盾在很长时间里无法解决，可能会引起另一场战争危机。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如果说
“修昔底德陷阱”存在的话，以其解释西方国家的历史也许是合适的，但并不适合解释东方国家的

历史经验。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对比古史材料，可以看到东西方社会的不同以及战争的密集程度。远的不说，20 世纪发生的

两次世界大战都是欧洲人发动的 ( 当然也包括东方的日本) ，给世界带来无比巨大的损失。如此惨

烈的国际战争给各国造成永久的痛苦回忆，正如英国学者尼尔·弗格森所言: “1900 年以后的 100

年，毫无疑问，是近现代史上最血腥的 100 年。这 100 年比起先前的任何时代，无论从相对意义上

还是绝对意义上来说，都要残暴得多。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两次世界大战中惨遭杀害的人数，比起

之前任何一次具有相似规模的地缘政治冲突中丧生的人数，都要多得多。”〔1〕 现代技术进步使战争

的伤亡空前地增大。无论以何种标准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是人类历史上惨绝人寰的蓄意大屠

杀。〔2〕 对比东西方战争可以得到许多启示，即东方国家的和平时间远远长于战争时间，也就是说

大部分时间是在和平与交往中度过的。有材料表明，1368—1841 年，在中国、日本、朝鲜和越南

之间只发生过两场征服性战争，而欧洲的英国和法国在 1300—1850 年至少进行了 46 次战争，瑞典

在此期间也参加了 32 场战争。〔3〕 对比东西方国家间的战争极有意义，我国的社会科学理论工作应

该进一步关注和深入研究这个问题。

四、东方外交圈的形成与发展

东方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区域，也是最早形成人类文明交往的地区，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不

仅影响了过去，也在影响塑造着未来。按照近代以来人们的一般看法，东方是指地中海以东的广大

地区，包括西亚、南亚、东南亚和东亚，面积 4 500 万平方公里，人口占世界总数的 60%以上，孕

育了独自生成、自成一体的区域交流文明，形成具有东方浓郁特色的外交圈和文化圈。在东方，存

在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国儒家文明，对外交往圈基本上也是以此为基础逐步发展扩大起来

的，形成伊斯兰外交圈、印度外交圈和中国儒家文明外交圈，同时三大文明圈之间也有密切的政

治、经济与文化上的联系，对促进世界文明发展与各国人民的经济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在考察东

方国家与外部世界交往时，地理因素是特别值得注意的。大体说来，在帕米尔高原和喜马拉雅高原

以东形成了东亚外交圈，在很大程度上它独立发展，农耕经济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外交思想与外交

行为过于早熟。它独立发展并非孤立发展，通过陆上和海上与世界保持千丝万缕的经济文化联系，

创造出东方外交制度与实践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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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方，几个重要的外交圈应予特别的重视。一是东亚———东南亚外交圈。这里不仅很早形成

了中国这样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多民族国家，而且与周边各国建立了国家间联系，推动了区域性的整

体发展。中国促进了东亚文明的较早发生与周边文明的勃兴，形成了东亚世界，发挥了东亚中心的

作用。〔1〕 中国早在秦汉时期就与东南亚各国有了官方联系，民间交往比此更早。“中国与南海之海

上交通，有史之初应已有之。”〔2〕 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强调指出: “与其他的地区历史相比，亚洲的

历史自最久远的古代开始，就留存着不少相当明确的历史资料。”〔3〕 确实，东方各国不仅有丰富的

外交活动、外交思想，还留下相当完备的历史资料。我国正史 《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

志》《晋书》《宋书》《魏书》《旧唐书》《新唐书》《宋史》《元史》《明史》等对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

有详细的记载，具有重视与周边国家关系的传统。这些具体而完备的历史材料为世界各国所少见。

二是以印度为中心的南亚外交圈。它不仅与东亚、东南亚有密切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联系，也

与西亚、非洲、欧洲建立商业贸易关系，印度的东西海岸早就有欧洲商人的活动。印度在我国史书

中称为“身毒”和 “天竺”，我国与它交往甚早。中国与印度交通，不会晚于汉代。 《后汉书》

“天竺传”对印度与汉朝关系有这样的记载: “和帝时，数遣使贡献，后西域反畔，乃绝。至桓帝

延熹二年、四年，频从日南缴外来献。”〔4〕 印度不仅与中国有使节往来，与其他国家关系也同样密

切。宋人周去非记载: “故临国 ( 今印度西南部奎隆) 与大食国相迩，广舶四十日到蓝里住冬，次

年再发舶，约一月始达。……其国有大食国蕃客，寄居甚多。”〔5〕 值得注意的是，南亚对外交往已

经形成三个重要区域，即从红海—阿拉伯半岛、波斯湾至印度的西南端，从印度的西南海岸至东南

亚的马六甲海峡和爪哇岛，从马六甲海峡、巽他海峡和印度群岛至中国东南沿海各大港口。〔6〕 大

量的古籍材料表明，印度与外面的联系是以多种形式展开的，尤其印度佛教文化对中国和东南亚影

响至深至大，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三是中东西亚外交圈。因地利之便，它处在东西交通的纽带地位，发挥了沟通中西的桥梁作

用。7 世纪，阿拉伯帝国兴起，经过多年征战形成地跨欧亚非三大洲的世界帝国，直至 1258 年为

西征的蒙古军所灭。忽鲁谟斯是波斯湾东岸的重要贸易港，汇集了东西方商人与商品。1272 年马

可波罗到达这个商港，看到这里有许多驾船而来的印度商人，该港口交易的商品有香料、丝绸、黄

金、象牙、马匹等。〔7〕 各国不断突破各种限制之后，实现了与西方国家的远距离交往，从而形成

跨区域的洲际性的国际交往。商业贸易是国际交往的重要方面，也是外交活动的内容。根据学者以

往的研究，在埃及、东非、阿拉伯半岛、波斯湾和地中海沿岸等地都有发现中国古代的陶瓷，足以

说明这些陶瓷是由东方运输到西亚中东和西方的。三上次男在 《陶瓷之路———探访东西文明的连

接点》中说，中国制造出陶瓷是在比埃及更遥远的公元前二千年后半期，通过海路销往世界各地

的。汉代以后，随着中国与中亚关系逐步加深，中国的许多物产被运往这些地区。〔8〕 海陆丝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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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把东方与西方联系在一起，形成人类交往史上的灿烂篇章，使各国的交流互动大放异彩，共同受

惠于交流交汇的总体利益格局。

东方国家形成政治统一的时间很早，在对外交往中形成几个交往圈，人们习惯于称它为 “四

大文明交往圈”。我国学者已经指出: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东亚外交圈的中心。东亚外交圈的中心

始终是在中国，而西方外交圈则是多中心的，而且其中心不断地转移。……只有东亚外交圈，始终

稳定地以中国的中原皇朝为中心，不论是在中国统一时期还是在分裂时期都未曾改变。由于中国在

整个古代世界中一直是东亚外交圈的中心，几千年来持续不断，加以有着相应的连绵不绝的史籍记

载，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使得中国古代外交成为世界上体系最为恢宏、完备而又独具东方特色

的古代外交典范。”〔1〕 自唐代以后，中国对外交往具有了很强的力度，促进了东西方更为直接的交

流，显示对外交往的宏大气魄。大量的东方古史材料所反映出的东西交流与东方外交，无疑是与东

方国家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同步的，在数千年里绵延不断，给世界留下了珍贵遗产，美国学者

罗兹·墨菲说得好: “最重要的是，亚洲的文化和历史经验，从过去到现在，超过了人类经验的一

半。如果我们继续忽视它，我们将会虚弱无力; ……也许，特别是由于亚洲拥有悠久的历史，当代

亚洲人又重视其历史，所以我们如果不了解它的过去，就不可能了解它的现在或规划未来。这些都

是研究亚洲历史的重要实际理由。”〔2〕 我们同意这种观点，这也是我们的结论。

作者陈奉林: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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